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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水滴筹被曝出其工作人
员在医院“扫楼式”筹款，审核漏洞
多。12 月 5 日晚，水滴筹创始人、
CEO 沈鹏在微博发表公开信致歉，
表示已成立工作组展开相应调查，
并且全面暂停了线下服务，欢迎大
众监督，并称：“再管不好，我愿把水
滴筹交给相关公益组织！”

扫楼式筹款引争议
相关边界亟待厘清

11月30日，一篇名为《卧底实拍
医院扫楼式筹款，审核漏洞多》的媒体
报道，让水滴筹再次陷入舆论风波。

这篇报道称，水滴筹筹款顾问
让兼职人员以志愿者的身份在医院
里“扫楼”，成功拉到5单以上，就能
获得 80 元/单的绩效奖励。筹款顾
问还称“有百万房产也能发起水滴
筹”，因为“捐款人看不到”。打着

“志愿者”或众筹顾问名号的地推人
员，每单最高提成可以拿到 150 元，
月入过万，末位淘汰。

随后，水滴筹发布说明称，公司
已展开相关情况的排查，视频报道中
提到的部分地区个别线下人员的违
规现象，严重违反了水滴筹公司价值
观、准则及相关规定，调查清楚后将
给以严惩。同时自即刻起，线下服务
团队全面暂停服务，整顿彻查类似违
规行为，组织重新回炉学习，再次加
强平台纪律培训和提升服务规范，培
训通过后方可重新提供服务。

在慈善行业第三方数据平台
——易善数据总裁陶泽看来，水滴
筹“扫楼”事件，已经不是志愿者的
问题了，“应该更精准地用‘员工’来
定性，因为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团
队，实际上更像企业员工或合作者，
他们要面对考核，在考核的驱动下，
对病人、患者或者其家庭不严格考
察，以获得业绩。水滴筹也应该及
时进行信息公开。弄清楚工作流程
和具体细节，才能够更好地判断”。

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
长邓国胜认为，从全球发展的趋势
来看，公益与商业的边界越来越模
糊，在这种情况下，厘清公益与商业
的边界确实具有很大的挑战性。作
为商业机构，不管什么原因要参与
公益事务，最重要的是不违反底线
性的东西，如最起码的法律法规和
基本道德，不能利用虚假信息来欺
骗捐赠人。

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主任、中
国慈善联合会法律顾问张凌霄的意
见是，水滴筹、轻松筹、爱心筹等都属
于公司，不是慈善组织，因此水滴筹
并不受慈善法规束。慈善法主要是
调整慈善组织的行为，水滴筹只能受
民法、合同法等法律条文的规束。

“水滴筹遵循的原则就是个人
在平台上发布信息求助，然后捐助
人给求助人捐款。这里所涉责任应
该由两类主体承担。第一类主体是
互联网众筹平台，要审核求助者个
人信息是否真实。如果信息真实，
那么捐不捐就由捐款人来承担，这

是第二类主体的责任。”对于水滴筹
的基本运作机制，北京师范大学社
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陶传进
对记者介绍说。

补充国家医保体系
警惕众筹性质变味

近年来，构建场景、流量变现成
为各大互联网平台的新风潮，互联
网巨头也纷纷入局。

2017 年以来，互联网众筹平台
更是纷纷谋求持有保险中介牌照，
开发与场景相结合的保险产品，以
实现对既有资源的挖掘。

在互联网高度发达和大众物质
生活改善的基础上，众筹应运而生。
不足十余年时间，整个众筹行业的规
模已经十分可观。世界银行近日发
布的《发展中国家众筹发展潜力报
告》显示，预计到2025年，中国众筹行
业的市场规模将达到500亿美元。

张凌霄对记者介绍，根据国务
院权威数据，我国现在仍有 4000 万
以上的贫困人口，精准扶贫不仅关
乎这 4000 多万贫困人口的生存发
展，更关乎社会稳定。我国目前已
经建立了覆盖全国的社会医保体
系，在广大的农村地区也建立了大
病医疗和农村新农合为主的医保体
系。尽管如此，国家层面的医保体
系只能是一种兜底措施，尤其在重
疾方面，求助渠道严重缺乏。在这
样的背景下，近年来，一批互联网募
捐平台、个人大病求助服务平台应
运而生。

仅以水滴筹为例，今年 6 月，在
水滴 2019 全球合作伙伴大会上，水
滴公司宣布完成由博裕资本领投的
超过10亿元的C轮融资，不到3个月
时间，水滴公司获得的融资已经接
近16亿元人民币。截至今年9月，水
滴筹已经帮助患者筹集了 235 亿元
的治疗金，精准帮扶国家级贫困县
的困难患者超过 7 万人，近 2.8 亿人
参与救助。

“相较于传统的求助方式，互联
网众筹平台更大程度地为公众求助
或帮助他人提供了便利和保障。这
些筹款平台极大地降低了公众发起
筹款的门槛，充分调动了底层民众
的自救、互助能力。”张凌霄说，对于

落实精准扶贫，推动健康中国建设，
消除致贫根源，遏制“因病致贫、因
病返贫”现象，互联网众筹平台起到
了重要的助力和补充作用，也是对
国家医保体系的一种有益补充。

值得注意的是，水滴筹等互联
网众筹平台在为社会提供便利和解
决问题的新方法时，也产生了诸多
新问题。

“在此次水滴筹‘扫楼’事件中，
从法律层面看，水滴筹除了涉嫌作
假外，还有一个道德层面的问题，即
主动帮助病人筹款，然后用一套‘短
平快’的格式化套路，让病人快速进
入筹款渠道。”陶传进说。

他认为，此过程类似于批量生
产的形式主义，使互联网众筹性质
变味了，“从表面上看，捐赠人是主
动去帮别人，但这种大规模的生产
似的帮助，实际上已经不是在帮别
人，而是自己帮自己，以让所谓的

‘志愿者’个人或者互联网众筹平台
获得好处为目的。这才是核心点”。

道德法制双管齐下
净化大病众筹环境

近年来，互联网众筹平台不止
一次出现“翻车”事故。前有一相声
演员在有车有房的情况下，以“贫困
户”身份发起捐款；后有一年轻女子
一边“替父筹款”，一边在微博高调
炫富。令人遗憾的是，相关互联网
众筹平台往往把错误归结于“违规
操作”与“审核不严”。

张凌霄分析称，互联网众筹平
台在出事之后，几乎都仅仅以道歉、
退款了事，“除了道德上的谴责，更
应该严肃追究法律责任，只有不断
抬高违规违法的成本，才能有效遏
制诈捐、骗捐行为发生”。

北京朝阳法院向民政部、水滴
筹公司发送司法建议称，推进相关
立法、加强行业自律，建立网络筹集
资金分账管理及公示制度、第三方
托管监督制度、医疗机构资金双向
流转机制等，切实加强爱心筹款的
资金监督管理和使用。

今年 7 月，民政部办公厅印发
《民政部 2019 年立法工作计划》，将
制定社会救助法列为本年度重要立
法事项，该法律草案送审稿拟报送

国务院。这昭示着我国社会救助立
法工作历经 20 多年的艰辛探索，又
取得了新进展。这意味着宪法规定
的“公民在遭遇困难时有获得国家
和社会物质帮助”的权益有望制度
化。同时这部法律也可能会强调救
助对象的义务及处罚措施。

在法律层面也有实践。11 月 6
日，全国首例网络个人大病求助纠纷
案在北京朝阳法院一审宣判，网络筹
款发起人莫某被判返还“水滴筹”全
部捐赠15万余元及利息。这些钱将
由平台返还给6086位捐赠人。这起

“全国首例”的判决给出确切的答案：
网络平台有严格审核的义务，但审核
的瑕疵不能成为筹款人隐瞒真实情
况、挪用众筹资金的理由。

从行业层面而言，2018年10月，
水滴筹、爱心筹、轻松筹3家平台联
合签署发布《个人大病求助互联网
服务平台自律倡议书及自律公约》，
健全事前审查、提款公示、在线举报
等功能，建立求助人“黑名单”，旨在
强化信用约束，提升公开透明度，欢
迎社会监督。

建立健全审核机制
增强公众参与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水滴筹等互联
网众筹平台本身连基础的审核都存
在问题。比如，某相声演员众筹事
件中，水滴筹的说法是“没有资格去
审核发起人的车产和房产”。

北京新民社会组织能力建设促
进中心主任王虎曾称，当下互联网
捐助游离在慈善法之外，资金去向
等不受监管。然而，捐赠人捐的是
真金白银，水滴筹作为中枢平台，健
全审核机制，保障捐赠人权益也是
应有之义。

此前，水滴筹曾回应，在经历一
系列危机事件之后，水滴筹规范了
审核流程，并上线客服团队，包括在
全国 400 至 500 个城市投入大量人
力，帮助平台审核患者真实性。

而公众的疑问是，水滴筹即便
对患者审核再健全、风控机制不断
升级，仍然面临一个问题：作为一个
累计筹款超过200多亿元、平均每月
约4.7亿元(数据来源于观察者网)爱
心捐款涌入的商业平台，是否也应
该受到监管和约束？

该不该受到监管？谁来监管？
怎么监管？这可能需要相关部门给
出答案。

“按照过去的思维，政府要加强
监管，然后防微杜渐。但另外还有一
种机制，就是要增强公众的参与能力
和辨别能力。参与能力就是参与监督
的能力。”陶传进以此次水滴筹“扫楼”
事件为例说，“在这一事件上，公众发
现问题后不就参与监督了吗？公众有
能力增强辨别能力，搞清楚互联网众
筹平台的捐款机制是什么，此类平台
是好机构还是坏机构。公众的辨别
能力、选择能力增强，会促使相应的
互联网众筹平台加强自身监管。”

据《法制日报》12月10日报道

水滴筹“扫楼式”筹款按单提成引热议

谁来保护捐助人的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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